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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边电商平台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但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的理论研究却相对较少。 本文

整理了从 １９０８ 年网络外部性首次被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之间与多边电商平台理论、治理相关的 １２４
篇学术论文，并对此做了相关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平台理论的发展过程。 平台理论源于对双

边市场的研究，而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多边电商平台。 目前，多边电商

平台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主要集中于解释伴随多边电商平台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

题。 在梳理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一些表现总结出关于多边电商平台规制研究的焦点：价格歧

视、算法合谋和平台垄断，并提出当前中国多边电商平台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 最后，对国内外

关于平台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未来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研究的三个问题：平台边界的

界定问题、平台经济的治理问题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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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多边电商平台已是司空见惯。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上的购物平台下单自己想要的商品，并由快递

平台运输传递至手中。 在这个过程中，下单所支付的款项也会通过支付平台转账给卖家。 在线消费的这种多边

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涵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也在向平台化转

变［１］。 多边电商平台模式，由此孕育的平台经济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

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平
台经济源于平台的多边市场模式，关于多边（平台）市场的理论研究也成为研究平台经济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多边（平台）理论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形成于 ２１ 世纪的第 １ 个 １０ 年，随后因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被大

量研究用于解释平台经济中出现的新业态和新问题。 例如 Ｍｉｋｌóｓ⁃Ｔｈａｌ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２］研究电商平台的默许合谋

问题，曲创和刘重阳［３］研究了平台之间竞争和市场效率的关系。 由于传统的平台理论主要基于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
ｒｏｌｅ［４］提出的双边市场理论，该理论只强调平台向两“边”用户收费的价格结构，无法解释平台双“边”用户之

间的交易问题，使得平台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的多边电商平台。 因此，近十多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平台

经济出现的新现象，缺少理论性研究，这一点在中文文献的研究中更为突出。 在这个背景下，系统地梳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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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构建多边电商平台理论框架已经成为研究平台经济极为必要的一项工作。 目前，已经有国外学者对平

台理论做了相关整理工作，例如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５］、Ｊｕｌｌｉｅｎ 等［６］、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和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７］等，侧重点不同，且很

少考虑到中文文献。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５］从数字经济对各类成本的影响着手，Ｊｕｌｌｉｅｎ 等［６］主要介绍双边市场

理论和相关市场表现，Ｒｉｅｔｖｅｌｄ 和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７］以 １９８５—２０１９ 年发表的 ３３３ 篇文献为样本，对平台竞争相关文献

进行了系统的、跨学科的梳理。 虽然国内有学者也做过相关的研究，但工作完成太早，对多边电商平台的交易

情况考虑不足或者缺乏系统性，如朱振中和吕廷杰［８］、吴汉洪和孟剑［９］。 因此，本研究着重在双边（平台）市
场理论的基础上对多边电商平台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问题总结。

本研究第二部分对平台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围绕多边电商平台的规制焦点

问题进行了总结；第四部分提出了对国内多边电商平台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后对平台经济未来的研究重点进

行分析展望。

平台理论的演化

１、平台理论的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理论再次成为各领域研究人员关注的理论热点。 关于双边平台理论的研究最

早源自于对网络外部性（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的讨论。 网络外部性的概念由当时身为美国贝尔电话公司（Ｂｅｌｌ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总裁的西奥多·韦尔在贝尔（Ｂｅｌｌ）年度报告中首次提出，后因以罗伯特·梅特卡夫的名字命名的

梅特卡夫定律（Ｍｅｔｃａｌｆｅ’ ｓ Ｌａｗ）而广为人知。 在经济学领域，涉及网络外部性的研究始自 Ｒｏｈｌｆｓ［１０］ 和 Ｂａｘ⁃
ｔｅｒ［１１］，更为广泛的理论阐释则由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Ｋａｔｚ、Ｃａｒｌ Ｓｈａｐｉｒｏ、Ｊｏｓｅｐｈ Ｆａｒｒｅｌｌ 和 Ｇａｒｔｈ Ｓａｌｏｎｅｒ 等学者于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年间逐步完成。 其中，Ｋａｔｚ 和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２］建立了寡头静态竞争模型，从直接网络外部性、间接网络外部性

和正外部性（互补品市场的网络外部性）来分析消费外部性对竞争和市场均衡的影响。 其后的研究大都以此

为基础，分析技术的互补性带来的网络外部性［１３］、技术的标准问题［１４，１５］、网络外部性对市场新技术的兼容问

题［１６］和市场的均衡问题［１７］等。
在双边（平台）市场（ 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这个概念开始流行起来之前，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８，１９］ 以

“ｃｈｉｃｋｅｎ ＆ ｅｇｇ”（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为题讨论了间接网络外部性对中介市场的竞争力的影响。 虽然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８，１９］并没有正式地提出双边平台市场的概念，但其所研究的内容和所分析的业态结构就是

后来所盛行的双边平台市场。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８，１９］ 讨论了提供匹配服务的中介市场与网络外部性之间的

关系。 中介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它的“ｃｈｉｃｋｅｎ ＆ ｅｇｇ”的性质：类型 １ 的用户只有在期望与之匹配的类型 ２ 的用

户主要依赖于同一交易所的服务时，才会对给定交易所的服务感兴趣；如果类型 ２ 的用户期望有足够多的类

型 １ 的用户使用这个交换的服务，那么他们确实会依赖这个交换［１８，１９］。 为了解决“ｃｈｉｃｋｅｎ ＆ ｅｇｇ”这个问题，
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 提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即中介对一边进行补贴，然后从平台

的另一边收取利润。 同时，Ｃａｉｌｌａｕｄ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８］也提到了多栖（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ｅ）和单栖（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ｍｅ）两个概念，即
用户只入驻一个平台和用户入驻两（多）个平台，为后来双边平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平台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研究是由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 ①完成的。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 第一次正式提

出了双边市场（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的概念，建立了双边市场价格结构模型（双边市场结构如图 １ 所示），从平台

治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最终用户的多栖成本、平台差异化、平台批量定价能力、同侧外部性和平台的兼容

性六个角度讨论了平台方对参与平台的“双边（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的价格结构问题，总结出关于平台的初步定义：
“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市场是一个双向市场，它的平台可以有效地对参与交易的不同类别的最终用户进行交叉

补贴。 即，平台上的交易量和平台的利润不仅取决于向交易双方收取的总价，还取决于其（价格的）分配结

构” ［４］。 在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的基础上，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正式对双边市场做出定义，并对单边市场和双边市场

做出区分：“如果一个平台可以通过向市场的一方收取更多的费用并将另一方支付的价格减少等量来影响交易

量，那么市场就是双边的。 换句话说，价格结构很重要，平台必须设计好价格结构，让双方都参与进来。 如果最

终用户通过谈判放弃了负担的实际分配（即适用科斯定理），那么市场就是单边的；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下，如果买卖双方的交易涉及通过议价或垄断定价来确定价格，且不存在成员外部性，则是单边的。”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进一步强化了双边市场结构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双边市场上科斯定理失败的必然性：

在双边市场中，即便产权最初是明确的，最终用户也无法通过谈判达成有效的结果，这也使得科斯定理在数字

①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最早在 ２０００ 年就已经作为工作论文公开，因此下文中提到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０）也是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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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逐渐失效。

图 １　 双边平台结构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２００６ 年对于双边市场竞争的阐述是双边市场理论的另一个奠基之作，为双边平台之间的竞

争研究奠定了模型和理论基础②。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从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对用户的收费方式（一次性收取还是按

交易收取）和用户的多栖性（即用户是只加入一个平台还是同时加入多个平台）三个方面对双边平台（市
场）③做了经济学分析［２１］。 其内容与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 侧重点不同。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 主要从价格结构

上来解释双边市场的内涵与性质［４，２０］，而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则侧重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收益的影响和用户的多

栖性对平台市场势力的影响。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提出了平台的竞争性瓶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概念，即平台一

边的用户同时参加多个平台（简称多栖，即 ｍｕｌｔｉ⁃ｈｏｍｉｎｇ）对平台竞争力的影响。 在平台上，如果平台的一边

属于单栖（ｓｉｎｇｌｅ⁃ｈｏｍｉｎｇ），而另一边属于多栖，那么多栖的一边想要完成交易，必须依赖于该平台，这给予了

平台为多栖一边提供单栖访问权的垄断势力［２１］。 此外，文章中平台用户的多栖性概念和基于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模型

建立的双边市场模型成为后继学者关于双边平台市场研究的模型基础。
参考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④ 以及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⑤，同时期的 Ｅｖａｎｓ［２２，２３］ 将双边（平台）市场拓宽至多边平台市场

（ｍｕｌｔｉ⁃ｓｉｄｅ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ｖａｎｓ［２２］提到实现多边平台市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１）市场上至少存在两种

不同的消费者群体；（２）这些群体以某种方式联系或协作会产生外部性；（３）必须存在一个中介将这些群体中

的某一个为另一个群体产生的外部性内生化［２２］。 与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 以及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 不同，Ｅｖａｎｓ［２２，２３］

从一开始就在关注平台带来的反垄断问题［２２，２３］。 Ｅｖａｎｓ［２２］ 较早地关注到现实中很多平台只向平台的一边收

取很低的费用，甚至是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向平台的其他边的用户收取较高费用，而且平台对一边的最优定价

亦可能并非是基于勒纳条件（Ｌ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得出［２２］。 在讨论垄断问题时，必须将平台协调相互依赖的市场

以在多边市场中获取收益的努力，与平台将垄断从一种产品延伸到另一种产品的努力区分开来。 因此，对多

边平台市场的监管必须基于多边平台市场的经济学原理。 Ｅｖａｎｓ［２３］对平台产业的进入、定价和运行策略进行

了实证研究，为一些多边平台理论命题提供了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２３］。 在这些理论基础上，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和

Ｗｒｉｇｈｔ［２４］继续讨论了平台垄断势力和多栖性带来的竞争性瓶颈问题：当双边平台存在异质性（即可以提供异

质性商品或服务）时，平台可以为抑制用户多栖性所造成的平台垄断力量缺失而与用户签署排他性协议（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平台以优惠的价格与卖方签署独家协议，但最终则会导致平台剥夺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该研究先见性地解释了近年来国内盛行的“二选一”问题，并为平台监管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依据。

以上有关多边平台的所有基础性研究成为近年来平台经济治理的理论支撑。
２、多边平台

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出现之前，双边（平台）市场理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为了实现两种不同需求之间的匹

配而自然出现的一种平台，这种平台一般不存在“双边”之间的直接交易（即使存在交易，一般也不通过平台

实现），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交易双边平台，如传统的中介服务、报纸行业、约会平台、信用卡行业、操作系统等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现有商业模式展示

产品 ／ 服务 亏损端 ／ 平衡端 ／ 受补贴端　 　 　 　 　 　 　 　 　 　 盈利端 ／ 补贴端　 　 　
软件行业

视频游戏 消费者（主机） 游戏软件开发商

流媒体 消费者 服务器

浏览器 用户 网页服务器

②

③

④

⑤

该文章于 ２００２ 年首次作为工作论文公开。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并没有采用“双边市场（ｔｗｏ⁃ｓｉｄ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的概念，而是采用平台（ｐｌａｔｆｏｒｍ）表示。
此文是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未在期刊公开发表前的版本。
该文章最早于 ２００２ 年作为工作论文公开，因此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００２）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在本文中是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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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 ／ 服务 亏损端 ／ 平衡端 ／ 受补贴端　 　 　 　 　 　 　 　 　 　 盈利端 ／ 补贴端　 　 　
操作系统 应用软件开发商 用户

文字处理 阅读者 ／ 浏览者 文档作者

门户网站与媒体行业

门户网站 网民 广告商

报纸 读者 广告商

（免费）电视网络 观众 广告商

支付系统

信用卡及各类借记卡
持卡人 商户

商户 持卡人

其他行业

社交聚会 社会名流 其他参与者

购物中心 消费者（免费停车、廉价汽油） 商店

优惠券（需广告商） 消费者 商户

（传统）网络 网站 上网用户

不动产 买方 卖方

注：表格来源于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 。

电商平台⑥作为一种新的双边平台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后，电子

商务业态由 ＰＣ 端转到手机端，围绕电商平台滋生了大量的新业态，例如网约车、在线团购、外卖平台、在线短

租等（如表 ２ 所示），这些新业态使关于平台的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 不同于传统双边（平台）市场，这些平台

的“双边”之间可直接交易。 因此，关于双边平台理论的研究逐渐由传统双边（平台）市场转向以互联网电子

商务为核心的多边电商平台。 由于不同“边”之间交易的出现，传统的双边平台理论已经难以完整地解释当

前盛行的电商平台所出现的问题。 因此，在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的背景下，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的研究则主要

是以当前电商平台的具体现象和实践需要为导向开展。 Ｇａｕｄｅｕｌ 和 Ｊｕｌｌｉｅｎ［２５］ 较早地将双边平台理论与电子

商务一起研究，以 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ｅＢａｙ 为例，从双边平台的角度分析了电子商务，并准确地预测到了

双边平台模式将是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 国内纪汉霖［２６］ 最早解释了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行机制，并从交易费

用和注册费用的层面解释了 ｅＢａｙ 为什么在中国失败。 进一步地，纪汉霖［２７］ 和程贵孙等［２８］ 根据双边市场的

价格结构，明确提出双边市场“低成本定价”不属于掠夺性定价，因为双边市场中某一边的价格并不能反映边

际成本，因此不对称的价格结构并不能反映出垄断势力和掠夺性定价的存在。

表 ２　 多边电商平台市场补贴情况

平台类型 亏损端 ／ 平衡端 ／ 受补贴端 盈利端 ／ 补贴端

电商零售平台 消费者 商户

ＯＴＡ 平台 消费者 酒店 ／ 旅行社

网约车平台 乘客 司机

视频 ／ 音乐 ＡＰＰ 用户 影 ／ 音制作方

外卖平台 消费者 餐饮企业

阅读平台 用户 作家 ／ 出版社

短租平台 用户 房主

３、多边电商平台理论

交易是经济学的最小分析单位，定价是交易问题的核心。 不同边的用户之间交易是多边电商平台的主要

特征。 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定价，即收费模式，尽管多边电商平台市场的业态、模式

都非常多，但由于其固定的多边结构，平台的收费模式仍旧围绕在收会员费和收使用费两种情况，收费结构和

对应的典型企业如图 ２ 和表 ３ 所示。 并基于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等经典双边市场理论的相关研

究展开，如 Ｂａｋó 和 Ｆáｔａｙ［２９］。
Ｅｖａｎｓ 和 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３０］注意到互联网时代的双边平台低参与 ／退出成本，在此背景下讨论了双边平台的

⑥此处所言电商平台不仅仅局限于淘宝商城、京东商城、Ａｍａｚｏｎ 商城等狭义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包括滴滴打车、携程网、抖音直
播，甚至包括微信等可以实现多边交易的在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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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问题，该研究证明了当参与决策易于逆转（即选择参与或退出）时，依靠直接或间接网络效应来吸引客户

的平台业务在启动时面临着需求方的限制，而其他业务则没有。 Ｗｅｙｌ［３１］另辟蹊径，绕开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等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对双边市场进行理论解释。 Ｗｅｙｌ［３１］认为平台的问题在于选择平台双方的

参与率，而不是支持这种分配的价格（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⑦。 也就是说，双边市场的均衡切入

点在考虑“两边”的参与率，而非基于平台的价格结构。 从而简化和概括了网络行业的分析，证明了双边市场

的关键规范属性和比较静态性取决于异质性用户⑧的来源，而先前的分析对此有所限制。 Ｗｅｙｌ［３１］ 对讨论双

边市场的垄断地位识别、平台规制和平台企业的兼并提供了参考。

注：来自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 。

图 ２　 双边平台收费结构

表 ３　 不同收费模式下的典型平台

收费模式 典型平台

会员费 爱奇艺、腾讯视频等视频平台和百合佳缘、珍爱网等婚恋交友平台

使用费
滴滴、优步、嘀嗒等网约车平台和淘宝商城、拼多多等部分电商零售平台（依靠广告投放赚取一些商家

的展位费）
会员费＋使用费 京东商城、天猫商城、Ａｍａｚｏｎ．ｃｏｍ 等“自营＋第三方”电商零售平台

针对 Ｗｅｙｌ［３１］的研究，Ｔａｎ 和 Ｗｒｉｇｈｔ［３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 Ｗｅｙｌ［３１］ 给出的比较个人和社会最优价格

的关键公式是错误的，其结果只解释了定价方面的边际激励，而不是价格的总扭曲。 Ｗｅｙｌ［３３］ 认可了 Ｔａｎ 和

Ｗｒｉｇｈｔ［３２］的看法，并对该评论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Ｗｅｙｌ［３１］较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以及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更贴合实际

情况。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Ｗｅｙｌ 考虑了商品的异质性，更符合现实中多边电商平台的表现，而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２０］以及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没有，这使得 Ｗｅｙｌ［３１］的模型对当前可交易的多边电商平台相对传统理论更具有解

释力。
吴汉洪和孟剑［９］在对国内外有关双边平台的经典理论和具体的双边平台理论应用场景进行梳理的基础

上，总结出在定价方面双边市场不同于单边市场的三个特点，即非边际成本定价、平台的双边价格结构不对称

和存在交叉补贴行为。 Ｖｅｉｇａ 等［３４］基于 Ｗｅｙｌ［３１］的方法和结论，在垄断平台的背景下将用户的异质性加入多

边电商平台的设计中，而不只是考虑用户数量对平台的影响。 这种分析非常符合现实，因为在移动互联网的

环境中，多边电商平台更多是异质性用户的参与（比如在线零售平台）。 经典的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 模型和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模型虽然对交叉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构的解释非常完美，但其前提假设是“双边”都是同质的，
无法体现用户的异质性。 Ｖｅｉｇａ 等［３４］在 Ｗｅｙｌ 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这个假设，提出平台可以采用非价格手段

（即，增加商品的异质性）来吸引用户。 除此之外，多边电商平台用户的不同归属性（单栖或多栖）和用户的转

移成本也会影响平台的定价问题［３５－３７］。
端利涛和吕本富［３８］在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２１］、Ｗｅｙｌ［３１］ 等基础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通过

分析多边电商平台上不同用户（包括平台方）所掌控的信息情况和一些实证案例，认为相对于多边电商平台

上的用户，平台方依靠多边结构和信息优势具有操控市场信息的能力，从而可以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对用

户进行情境化定价；而且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平台具备这样的主观动力。 这种定价方式并不完全符合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的定价结构，该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近年来电商平台上出现的“大数据杀熟”现象。

多边电商平台的规制焦点

新业态的繁荣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平台尤为突出，例如“大数据杀熟”、不正当竞争、垄断等。 为此，

⑦
⑧

分配的价格是针对 Ｒｏｃｈｅｔ 和 Ｔｉｒｏｌｅ［４，２０］中的价格结构而言。
异质性用户：对商品存在异质性需求的用户，即，对于同类型商品，异质性用户之间偏好于不同种的商品，这些商品之间存在
部分的可替代性。 简言之，异质性用户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与之相对的是同质性用户，是指新古典经济学中同质化假设背景
下的用户，这些用户对商品的偏好只存在量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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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都相继出台了一些法律和政策，但效果相差甚远［３９］。 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的规制问题一直是全球监管

部门和相关专家的研究重点。 根据平台市场上的现象，近几年有关平台规制的问题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焦点

方向：第一，基于 Ｐｉｇｏｕ［４０］三级价格歧视理论和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理论，针对近几年来多边电商平台出现的

个性化定价或“大数据杀熟”现象所做的相关研究，如 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 和 Ｖｉｌｌａｓ⁃Ｂｏａｓ［４１］；第二，基于博弈论，针对互

联网平台之间可能存在的默许合谋（ｔａｃｉｔ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问题而做的相关研究，如 Ｍｉｋｌóｓ⁃Ｔｈａｌ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２］、孟昌和

曲寒瑛［４２］；第三，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和《反垄断法》⑨，针对近年来多边电商平台的行为所做的反垄断问题研

究，如尹振涛等［４３］。 这三个焦点中，反垄断一直以来都是受关注最多的。
１、价格歧视

基于算法和大数据这种新的定价工具，各类电商平台上的“大数据杀熟”现象频发。 这也使价格歧视成

为近年来国内外监管部门和专家学者对多边电商平台关注较多的一个层面。 “大数据杀熟”本质上是平台方

或入驻平台的商户利用用户留在平台上的数据和信息对用户进行差异化定价的一种市场行为，很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直接的研究。 例如，Ｇｈｏｓｈ 等研究了广告商利用网站浏览记录向出版商定价的问题［４４］，Ｃｈｅｎ 等利用

Ａｍａｚｏｎ 商城的数据研究了平台动态定价的问题［４５］，Ｃｈｅｎ 和 Ｈｕ 研究了平台市场中利用用户数据，买卖双方

实现定价和匹配的博弈策略问题［４６］。
在传统市场，企业有进行价格歧视的动机，但因为企业进行价格歧视的能力受到它们识别消费者剩余能

力（即市场信息掌握不足）的限制，无法做到彻底的价格歧视［４７，４８］。 但这种约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

渐消失。 凭借着“市场”的属性，多边电商平台毫无疑问成为掌握市场信息优势的一方，而平台上的商家和消

费者都是信息劣势的一方，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多边电商平台可以借此在总剩余减少的情况下通过

信息交易获得正的收益［４９，５０］。 因此，在电商平台市场，价格歧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算
法和大数据使得平台能够实行动态定价，进一步加强了价格歧视［４５，５１］。 因为大数据技术提高了企业的定价

能力，而且对于掌握更多信息的用户更是如此［５２］。 Ｈａｇｉｕ 和 Ｈａłａｂｕｒｄａ［５３］通过电子游戏平台的案例研究了用

户的信息水平与双边平台收益的关系，结果表明，具有更强市场势力的平台更热衷于关注掌握信息更多的用

户，而弱市场势力的平台更关注掌握更少信息的用户，原因在于，完全信息将加强平台间的竞争，反之，不完全

信息则会削弱平台竞争，在双边平台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多边结构带来的交叉网络外部

性也增强了平台方进行差异化定价的能力［５４，５５］。
对于平台实行价格歧视另一个较大的争论在于价格歧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传统市场，商家对消费者进

行价格歧视的代价是占有一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而获利，多边电商平台市场亦然。 Ｃｏｐｅ［５６］ 模拟了动态

定价策略，通过积极学习客户对价格的需求响应来最大化互联网零售渠道中的收入，结果发现对于信息商品

和耐用品，企业根据实时的市场数据对商品进行动态定价可能是有利的。 该研究也提到现实中几家领先

的公司现在已经成功地使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部署的动态定价策略来通过需求学习增加收入。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等［５７］ 与在线

零售商 Ｒｕｅ Ｌａ Ｌａ 合作，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来优化多产品的定价问题，最终发现利用算法技术对商品的适

当涨价并不会导致销量下降。 而且随着平台掌控消费者的信息趋向于完全，也就是说，消费者完全没有隐

私时，平台可以对消费者实行完全价格歧视，此时生产者剩余将会等于社会总福利，而消费者剩余则为

零［５８］ 。 Ｓｈｉｌｌｅｒ［５９］根据 ２００６ 年客户网络浏览行为的数据做出估计，如果 Ｎｅｔｆｌｉｘ 只根据客户的统计数据来定

价，它的利润可能会增加 ０. ２５％，但如果它根据网络浏览解释变量来定价，利润可能会增加 １２. ９９％。 Ｙａｎ
等［６０］研究了类似的问题，利用大数据网约车的动态定价可以优化网约车的收费结构和用户的等时问题，
从而提升平台收益。

直观上来讲，平台实行价格歧视会促使支付意愿较小的那部分消费者实现交易，但与此同时，也会让那些

支付意愿比较高的消费者比其他的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 平台的服务在减少搜索摩擦从而在提高服务质

量和价格竞争之间形成一个权衡［６１］。 因此，价格歧视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并非确定的。 Ｃｈｅｎ［６２］ 建立了一个

质量差异模型来考察价格歧视在投入市场中的福利效应，发现在线性定价制度下，即使总产出保持不变，允许

价格歧视也可以提高社会福利；甄艺凯［３７］ 也得到相同结果。 而王潺［６３］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认为大数据

杀熟的定价机制将使信息资源的配置优化，改善消费者的谈判地位，从而有利于市场竞争。 所以，价格歧视一

定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则不一定能够判定［６４］。 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平台上存在的价格

歧视现象，只有在分配利益对社会目标有坏的影响的情况下，才应禁止价格歧视［６６］。

⑨此处《反垄断法》泛指世界各国（国际组织）针对反垄断问题而出台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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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算法合谋

自 ２０１１ 年起，ＯＥＣＤ 组织、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和组织的竞争执法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算法导致默许

合谋的研究报告，表示了对互联网企业利用算法定价进行默许合谋的担心［６６－６８］。
目前公开认定的因涉及算法产生的默许合谋事件不多，但都比较典型。 ２０１１ 年亚马逊平台（Ａｍａｚｏｎ．

ｃｏｍ）上关于果蝇的一本书因其店主采用算法定价，使得该书的价格与竞争对手的报价保持方向一致，而其竞

争对手则设计算法，将该书的定价指定为对方价格的 １. ２７ 倍，结果两个定价算法形成了正反馈循环：一本普

通的书在经过定价算法的博弈之后竟然高达 ２３７０ 万美元［６９］。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亚马逊平台某海

报等印刷品商家的电子主管 Ｄａｖｉｄ Ｔｏｐｋｉｎｓ，因其利用算法与其他商家联合固定商品价格，实现共谋�I0。 该电

子主管通过亚马逊平台制定了相应的调价算法，该算法能够搜集在亚马逊平台上其他海报商家的价格信息，
并与竞争对手实时交换价格信息，协调卖价。 最终，美国地方法院根据《谢尔曼法案》第一条对 Ｄａｖｉｄ Ｔｏｐｋｉｎｓ
做出处罚。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美国居民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Ｍｅｙｅｒ 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 Ｕｂｅｒ 联合创始人、
前任 ＣＥＯ Ｔｒａｖｉｓ Ｋａｌａｎｉｃｋ 提起反垄断集团诉讼。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Ｍｅｙｅｒ 认为 Ｋａｌａｎｉｃｋ 设计的算法使 Ｕｂｅｒ 与司机达成

了合谋，限制了司机之间的竞争，允许了在用车高峰时期司机联合涨价，损坏了 Ｍｅｙｅｒ 和其他 Ｕｂｅｒ 乘客的利

益，违反了《谢尔曼法案》以及纽约州《唐纳利法》。 最终，法庭认为被告确实参与并组织了横向合谋，违反了

《谢尔曼法案》。
虽然已经有个别的默许合谋现象出现，但关于普遍意义上通过算法实现默许合谋是否能成立，研究领域

仍然莫衷一是。 一些研究认为无需对算法定价导致默许合谋表示担心［２，７０］，这些研究认为竞争者之间可能会

选择合谋，但合谋之后选择背叛可能带来更多的收益，最终导致合谋不能够维持。 例如，Ｍｉｋｌóｓ⁃Ｔｈａｌ 和 Ｔｕｃｋ⁃
ｅｒ［２］给出的理由是，企业对市场信息的判断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而且现有市场信息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

的真实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寡头的市场决策往往会出现偏差。 即便是在预测比较准确的时候，如果市场需求

比较大，一方面会增加企业合谋的可能；另一方面更有可能导致企业降价获得更大市场的诱惑。 在这种条件

下，Ｍｉｋｌóｓ⁃Ｔｈａｌ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２］得出结论，认为当前没有必要担心寡头之间的默许合谋，而且在市场信息不能完

全判断时，厂商往往会选择最低价进行交易，这就增加了市场交易量，提高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另外，更多的一些研究表明，算法定价导致的默许合谋是一种可信的威胁［７１－７４］。 Ｓａｌｃｅｄｏ［７４］ 采用伯特兰

德式的价格动态博弈模型模拟了竞争双方的博弈问题，他认为博弈双方破解对方的定价算法需要一定时间。
当企业通过算法来定价时，这些算法可以及时响应市场条件的变化，又因为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因此这些算法

可以被竞争对手解码，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修正。 并且，从长远来看， 博弈的每一个均衡都导致垄断利

润。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多边电商平台对市场信息判断的准确性能

力（获取准确市场信息能力和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快速提升，完全可以克服 Ｍｉｋｌóｓ⁃Ｔｈａｌ 和 Ｔｕｃｋｅｒ［２］ 所提到问

题。 Ｃａｌｖａｎｏ 等［７５］通过构建人工智能定价代理模型，发现智能算法在互不沟通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持续学习

来制定略低于垄断市场水平但超出静态伯特兰德均衡竞争的市场价格，而且是通过合谋策略来维持的。 这使

得处于竞争关系的多边电商平台之间，甚至多边电商平台与入驻平台的第三方商家之间在算法的支持下更有

可能实现默许合谋［４２］。 因此，必须承认默许合谋的存在（事实上已经出现）进而严加监管［７６，７７］。 此外，通过

算法实现的默许合谋存在很大的隐蔽性，即，虽然设计上不违反《反垄断法》，但最终却收取了合谋的价格。
如何对默许合谋进行监管则是另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Ｃａｆｏｒｉｏ［７８］ 提出“结果可见性（ｏｕｔｃｏｍｅ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来认定企业的责任。

还有一部分研究认为，现在并不能断定算法是否真的会导致默许合谋的发生，需视情况而定［７９］，比如刘

征驰和赖明勇［８０］认为异质性产品市场默许合谋较难，但同质性商品市场默许合谋相对容易。
３、平台垄断

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及其规制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美欧均为此开出了天价罚单，如中国市

场监管部门对阿里巴巴和美团的罚款，美国市场监管部门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罚款，欧盟市场监管部门对谷歌、苹
果、微软等企业的罚款。 关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本文将平台垄断的研究归纳为关于平台

市场的界定问题、平台企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平台企业的并购问题。
（１）平台市场的边界

在平台反垄断案件中，平台边界及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８１］。 “３Ｑ 大战”使多边电商平

�I0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 ／ ａｔｒ ／ ｃａｓｅ ／ ｕｓ⁃ｖ⁃ｄａｖｉｄ⁃ｔｏｐｋ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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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场的边界问题成为平台经济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反垄断领域相关市场的界定一直争论不休，大
都认为平台经济反垄断应该采取与传统行业不同的处理方法［８２］。 Ｅｖａｎｓ 和 Ｓｃｈｍａｌｅｎｓｅｅ［８３］梳理了美国最高法

院就俄亥俄州等州诉美国运通公司是否违反《谢尔曼法案》的整个过程，认为地区法院选择判例法将界定市

场边界为单边，无法有效地解释该案件中原告提出的反竞争损害，而最高法院基于多边电商平台理论对该案

做出了最终判决。 该案件说明多边市场理论已经是美国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在处理多边电商平台

的市场界定问题上所信赖的理论。 “３Ｑ 大战”之前，多边市场反垄断案件中就已经涉及到边界问题。 李剑［８４］

以 ２００９ 年唐山人人公司起诉北京百度讯科有限公司一案为背景，从法学的角度讨论了在反垄断领域双边市

场的边界问题，认为传统市场界定方法并不适用于双边市场，但也承认双边市场理论并没有将传统的反垄断

法推翻。 姜奇平［４９］针对双边市场的边界提出了“相关市场二重性”理论，认为互联网相关市场存在平台上的

自然垄断属性和应用上的完全竞争属性，而且互为条件，其中平台属于基础业务，应用属于增值业务，两个共

同构成一个市场。 因此，在反垄断中确定市场边界应该区分对待这两种情况———必须先判断是应用竞争还是

平台竞争，重点是保护应用竞争。 Ｆｉｌｉｓｔｒｕｃｃｈｉ 等［８５］ 从竞争影响的角度谈论了双边市场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情

况。 Ｇｒａｅｆ［８６］分析了如何定义数据相关市场以及如何在这样的市场中建立市场力量。 杨东［８７］ 从反垄断立法

的角度，认为构建相关市场分析框架，除了要考虑传统的反垄断法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多边市场网络外部

性、动态创新性和平台特征，以及平台、数据、算法在竞争中的作用。 唐要家和唐春晖［８８］则就交叉网络外部性

对竞争性约束的影响，讨论了交叉网络外部性与平台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的关系。 易芳和包嘉豪［８１］ 以阿里

巴巴“二选一”案件为例，从具体的某一类商品讨论了多边电商平台相关市场的划分问题。
（２）反不正当竞争

因为平台特殊的结构、网络外部性和利用互联网强大的覆盖能力，使其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市场力

量［２３，２３］。 一方面，使得加入平台的用户所获得的价值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进而使得平台的市场势力

表现出头部优势———行业中“只有第一第二，没有第三第四”；另一方面，又使平台可以利用“一边”的用户要

挟“另一边”的用户［８９，９０］。 这导致一些规模较大的平台成为市场的看门人（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从而可以同时利用市

场势力针对竞争平台和有相同业务的用户进行不正当竞争，并可能因此损害第三方商家和消费者的福

利［９１，９２］。 例如，Ａｍａｚｏｎ 商城就不止一次因为“自我优待”的问题受到争议，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Ａｐｐｌｅ 亦然［９３，９４］。 曲创

和刘洪波［９４］通过搜索实验验证了互联网平台搜索的非中立性，这种非中立性会导致原来多栖的用户逐渐由

竞争对手转移到本平台（或本平台的自有厂商），长期内这种效应会导致竞争对手的利润逐渐降低。 同时，这
种非中立性策略干扰了厂商（卖方）一边市场的有效竞争，会降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而且这种行为提高了市

场的竞争壁垒，导致市场由竞争转向垄断。 Ｐａｄｉｌｌａ 等［９１］ 建立模型证明了守门人平台有能力也有动机实行自

我优待，而且这种行为会损害第三方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正因如此，其反垄断分析也不能简单地套用普

通的产品市场经济学［９５］。
姜琪和王璐［９６］在 Ｓａｌｏｐ 模型中加入交叉网络外部性、需求差异化和用户粘性等因素研究了双边平台市场

的最优结构问题，该研究认为平台经济市场结构跟平台类型相关，功能型平台趋向于垄断，而内容型平台趋向

于竞争。 顾聪等［９７］认为平台经济反垄断并非要过分偏重市场结构，如果能够有效控制平台溢价行为，可以实

现社会的福利。 曲创和刘重阳［３］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该研究表明竞争环境并不会必然导致搜索平台提供更

高质量的搜索结果，平台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策略行为会加剧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而且会导致“劣币现象”。
针对此类问题，曲创和刘重阳［３］认为对于信息平台监管的重点在于平台的策略而非市场结构。 除了理论上

的分析，也有大量学者针对中国平台市场出现的独家交易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曲振涛等［９９］ 研究了电子商务

平台的定价、收益和社会福利问题，认为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带来的福利大于横向差异寡头竞

争的情况，研究结论也再次强调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网络外部效应是平台企业市场势力和市场进入壁垒的根

源。 董维刚和林鑫［１００］基于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模型研究了电商平台实行独家交易（“二选一”）对市场的影响，研究发

现施行独家交易有利于平台但不利于市场竞争，同时也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由于社会福利的计算仍旧是按

照消费者剩余和平台收益之和，所以无法确定独家交易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周天一等［１０１］、乔岳和杨锡［１０２］

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网络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可以提升社会总福利。 张

川等［１０３］研究了多边配送平台的增值服务投资和定价策略。 唐要家和杨越［１０４］认为对于双边平台市场的独占

协议（“二选一”）行为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反垄断禁止措施，因为这种行为对平台具有强刺激性，对社会福利

具有较高的损害性。 当然，也有研究说明平台垄断并非对市场不利。 例如，Ｄｕｙｇｕｎ 等［１０５］ 研究市场结构对中

小型企业（ＳＭＥｓ）的影响发现，在垄断平台上，平台和卖家的市场表现都要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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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平台并购

并购问题是多边电商平台市场的又一个典型现象。 对于平台自身，并购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并能够带

来显著的收益［１０６，１０７］。 这导致各平台都在基于自身的主营业务发展平台生态，通过风险投资和并购，形成了

如中国市场上的阿里系、腾讯系、百度系、头条系、美团系……投资并购是互联网平台实现融合创新和广泛生

态布局的重要方式之一，大量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通过投资并购实现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
并购是大型企业降低市场竞争压力，维护自身市场地位的重要手段，其中最让人担心的是头部企业对初

创企业的“杀手式并购（ｋｉｌｌｅｒ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杀手式收购”理论是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弗洛里

安·埃德尔（Ｆｌｏｒｉａｎ Ｅｄｅｒｅｒ）针对制药行业提出，反垄断监管机构越来越担心“杀手式收购”———即占主导地

位的企业收购身为竞争对手的新锐企业，以阻止其成长为一个有活力的竞争对手，从而抢占未来竞争先

机［１０８］。 但近年来，平台市场频繁出现“杀手式并购”，一些科技平台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将有可能对其

构成竞争威胁的初创的中小型平台企业全资收购［１０９］。 一般认为，“杀手式并购”可能不利于市场竞争和创

新，“杀手式并购”是企业为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将竞争对手收购后直接停止竞争产品的研发投入，以消除

自己的竞争对手［１０８］。 例如，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就因“杀手式并购”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和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被美国联

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但近期也有理论认为，所谓的“杀手式并购”可能并没有大家讨论的那么严重。 Ｉｖａｌｄｉ
等［１１０］从欧盟委员会（“ＥＣ”）审查的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行业的所有过去的合并交易案例中提取样本进行

研究，发现并未观察到目标产品的消失、竞争公司的削弱和 ／或并购后进入和创新的降低或消失。 换句话说，
该研究的案例样本范围内没有发现支持“杀手式并购”理论的事实证据。

除了“杀手式并购”，平台领域还出现两种并购模式———“掐尖式并购”和对角兼并（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ｒ）。
“掐尖式并购”是“杀手式并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指大企业针对技术领先的中小初创企业的兼并，让新技术

为自己所用。 “掐尖式并购”尽管不会将竞争对手完全扼杀，但这种行为极有可能在导致经营者集中的同时

减低市场创新活力，政府因此也专门加强了对此的监管［１１１］。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召

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提出要严肃整治“掐尖式并购”等问题。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２０２０）》指出，我国互联网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竞争风险，包括“掐
尖式并购”所引发的扼杀创新的担忧。 对角兼并是平台市场另外一种并购模式：某一平台（兼并方）与其竞争

性平台的上游供应商（被兼并方）进行的并购［１１２］。 曲创和刘洪波［１１２］认为对角兼并会导致上游关键投入品的

价格上升，再加上交叉网络外部性和平台异质性的双重影响，提高了竞争对手的竞争成本。 而且在长期，对角

一体化会加速市场的圈定效应。 该研究从侧面证明了互联网平台的边界不仅仅局限于平台所涉及的行业。

中国多边电商平台面临的其他问题

除了上述提到的规制焦点，中国平台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

了中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平台企业在追求利益时忽视了灵活用工过程中的社

会责任问题；第二，迅速崛起的直播电商带来的一系列市场监管问题。 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平台经

济最典型的问题。
１、平台企业用工时的社会责任缺失

平台经济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关于多边电商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关注的

焦点。 目前，关注最多的是灵活用工带来的社保问题［１１３］。 虽然多边电商平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事实上也增加了部分就业人员的收入［１１４］。 但这种就业模式将平台和就业人员之间的雇佣关系隐去，看
得见但摸不着，使就业人员的社保变成空中楼阁：一旦出现问题，平台可以随时将这种关系切割，灵活就业变

成无社保就业［１１５］。 与此同时，平台基于算法对资源进行调配，这极易导致就业者沦为算法的“奴隶”，在收入

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工作量［１１６］。 例如，张一璇［１１７］通过田野调查，以女性网络主播为分析对象研究了在线劳

动，发现尽管看似“自由”的在线劳动，事实上在牺牲自由的同时面临异常严重的剥削与异化。 尽管被平台否

认，齐昊等［１１８］通过调查和走访南京市网约车司机，发现全职网约车司机与网约车平台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

系，这种关系与陈龙［１１６］所反映的外卖骑手相似，反映出灵活用工的尴尬处境。
针对这类问题，国内多个领域的大量学者展开了研究。 王全兴和刘琦［１１９］从法律的角度讨论了基于平台

模式的新经济中灵活用工带来的劳动保护问题。 娄宇［１２０］ 研究了平台经济从业者社保法律制度的构建。 阳

镇［１２１］直接讨论了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认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应由供应链治理转向网络化治理。 肖

红军和李平［１２２］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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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３ 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
“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３ 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 辛杰等［１２３］基于企业社会

责任四阶段模型，构建了包含共生单元（Ｕ）、共生环境（Ｅ）、共生模式（Ｍ）、共生价值（Ｖ）四个组成要素的平台

企业社会责任共生系统，对各个组成要素进行内涵释义、机理分析并给出相关管理建议。 除了平台，平台上的

一些第三方卖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责任缺失，例如，出售假货、虚假宣传。 但相对于平台方，第三方

商家社会责任的缺失往往影响消费者的忠诚度，从而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更换新的第三方卖家［１２４］。 反观平

台，由于强大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力量使得消费者或者用户无法与平台进行抗衡，即便平台明目张胆地不公

平、不公正对消费者或者用户，他们也只能忍受，而无法退出平台。 这些研究为监管部门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

理论支持，监管部门也针对这些情况通过约谈和出台相关文件进行了规制，但本质上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因此，如何厘清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规范平台企业的市场行为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２、直播电商问题层出不穷

直播电商是多边电商平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带货主播通过直播平台向消费者实时地展示商品，消费

者或者用户可以通过弹幕形式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询问有关商品的信息。 因此，相比于传统的目录电商，直
播电商不仅可以向消费者展示更多关于商品的信息，而且还可以改善消费者的体验感。 根据信达证券发布的

报告［１２５］，２０２１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将近 ２ 万亿元。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２２ 年，重点监测的电商平台

累计直播场次超 １. ２ 亿场，累计观看超 １. １ 万亿人次，直播商品超 ９５００ 万个。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重点监测电商

平台累计直播销售额 １. ２７ 万亿元，直播场次数超 １. １ 亿场，直播商品数超 ７０００ 万个�I1。 直播电商正逐步成为

电商的主流模式。
与其他商业模式一样，直播电商火爆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例如带货主播虚假宣传、价格误导、诱

导场外交易、销售违禁品；直播平台或厂商涉嫌不公平竞争、平台数据造假、发货慢、产品质量差、退货退款难

等层出不穷，亟待规范［１２６，１２７］。 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

在线调查报告》，有 ３７. ３％的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是仅有 １３. ６％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

行投诉，２３. ７％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并没有投诉。 ２０２１ 年，全国消协组织及《消费者报道》共接获消费者投诉达

１０９４９８０ 件，相比 ２０２０ 年投诉量增长 ３. ９７％，其中，以直播带货为主的电商平台投诉量最多，占总投诉量的

３０. ３０％，与 ２０２０ 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８. ３％［１２８］。
直播电商问题重重，其核心问题表现在如下五个层面：第一，带货主播、商家和平台三方的权责利并不明

确。 由于带货种类非常多，带货主播往往很难做到像《广告法》中约束广告代言人那样“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

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 带货主播门槛低、没有明确职责要求，人人可成主播。 对于一些在

电商平台上进行“种草”的人，很难确定其“代言人”身份，因而无法受到《广告法》制约。 同时，针对涉事带货

主播的处罚相对较轻，违法成本太低。 第二，直播带货很难以商业广告定性。 从目前的事实来看，直播带货不

仅仅是带货主播为某一商品代言，还包括其个人的节目表演，与粉丝交互。 因此，直播带货是通过多种方式为

品牌推广或商品服务销售而进行的经营活动［１２９］。 第三，直播数据容易造假。 目前，很多平台都存在刷数据

的情况，平台方和带货主播为了扩大影响力，通过技术对粉丝数据和销售量进行造假，从而引诱刚入行的供应

商参与直播，再通过收取坑位费、代言费等方式赚取利润，即，所谓的“杀雏”。 这种情况下，往往商家的销售

利润甚至不能覆盖坑位 ／代言费方面的支出。 第四，消费者维权难。 一些带货主播选择在某平台进行带货宣

传，但最终绕过平台通过微信进行交易，而微信本身并不属于正规交易平台，买卖双方的转账行为很难定义为

商业交易。 这使得商家和主播极易抵赖和逃避责任。 第五，部分带货主播为了谋求更多利益，通过各种方式

逃避纳税，扰乱市场秩序。
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但相对较少。 而且随着直播电商的普及，甚至取代目录电商，新的问题也

会越来越多，如何有效防范和规制直播电商的不良行为，促进直播电商的健康发展仍有待深入研究。

总结与展望

由 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ｃｈｅｔ、Ｄａｖｉｄ Ｅｖａｎｓ、Ｍａｒｋ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ｒｅｉ Ｈａｇｉｕ、Ｊｕｌｉａｎ Ｗｒｉｇｈｔ 等共同开创的

双边（平台）市场理论已经成为今天研究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不可替代的理论基础。 双边（平台）市场理论解

决了因为交叉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当前电商平台上的“冷启动”问题，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为双边

�I1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２３－０９ ／ ２９ ／ ｃ＿１１２９８９３２３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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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势力（例如，平台拥有让用户“二选一”的市场势力）给了一些解

释，奠定了平台研究的理论基础。 但随着多边电商平台的盛行，平台各边（用户）之间、平台方与用户之间通

过平台交易司空见惯，诸如“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新现象层出不穷，双边（平台）市场理论因为不涉及这

种交易问题，故而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的背景下，大量的研究围绕多边电商平台出

现的规制问题展开。
第一，价格歧视问题。 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为了追求垄断利润，多边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主观

地制造信息不对称，从而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 这种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莫衷一是，因此对于平台经

济出现的价格歧视问题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规制。 第二，平台之间或平台与第三方商家之间通过算法进

行合谋的问题。 尽管有一些现象表明，通过算法实现默许合谋已经成为可能，但国外关于平台通过算法进行

默许合谋是否要进行管制争论不休，反而国内的研究几乎都在强调要主动防范。 第三，平台的垄断问题。 垄

断问题一直是电商平台规制问题的焦点，相关的研究浩如烟海，涉及到多边电商平台的市场边界、不正当竞争

和并购问题。 从目前来看，现有关于多边电商平台的反垄断研究更多地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现象进行研究分

析，很少能从理论层面对多边电商平台的垄断问题进行分析解释，这是该方面研究的一个短板。 在规制问题

的基础上，本文整理出当前中国多边电商平台面临的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这主要表

现在平台中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二是直播电商带来的重重问题，例如，不公平竞争、平台数据造假、虚假

广告、价格误导、诱导场外交易、销售违禁品以及发货慢、产品质量差、退货退款难等，并总结出这些问题的核

心表现。
基于对多边电商定价相关的文献梳理，未来关于平台经济的研究大体上会针对上述研究未涉及或者涉及

较浅的方面展开：（１）平台边界的界定问题。 科斯定理解决了传统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解决了企业

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之处。 而随着平台企业的边际成本趋向于零，
平台企业原则上可以无限制地扩大，比如世界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其业务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如何界定

平台企业的边界仍是理论的关注焦点。 （２）平台经济的治理问题。 平台治理已经是当前各国相关部门和学

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 目前国内已经有两家超级平台企业（阿里巴巴、美团）因触

犯反垄断法被处以巨额罚款，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当局几乎年年对 Ｇｏｏｇｌｅ 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提起垄断诉讼。 平台

经济的垄断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关理论和相关监管技术却相对于新的垄断现象非常滞后，今后该问题将会持

续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 而且相对于国外，国内目前关于平台经济的治理仍然逃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的怪圈。 如何实现平台经济的有效治理，使平台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发展仍待深入研究。 （３）反不正当竞争的

规制问题。 企业借助平台模式不仅可以任意增加与自己相关的业务，实现横向兼并、纵向兼并和对角兼并，也
可以利用网络效应和资本优势通过兼并与自己主营业务完全不相关的业务，扩大自身规模（影响力）巩固平

台的市场地位。 之前为了规范平台市场的发展，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约束平台资本的无序竞争问题，确实有效

制止了这些肆无忌惮的并购和无差别地与其他行业竞争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也导致平台企业不敢投资、怯
于涉足新的领域。 这种情况也是与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不符的。 因此，如何规制平台之间跨界竞争、跨行

业兼并和跨行业投资问题，这将会是反不正当竞争监管的一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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